
 

 

论文题目：纳税助企：来自增值税发票改革的经验证据 

 

所属领域：财政与公共经济学 

 

摘要：一直以来，纳税与税收征管是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的征税努力往往

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鲜有文献关注到企业自身存在主动纳税的需求。基于小规模纳税

人自开增值税发票的改革事实，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增值税制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发

现在考虑到增值税征管差异时，自开发票制度会增加小微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而导致企业

进入门槛降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与预测一致，本文利用家庭和城市层面的两套数据，

表明自开发票政策显著提高小微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为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提高，同时也

提高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本文对其潜在的机制分析发现，自开发票政策通过减少纳税遵从成

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缓解现金流压力三条渠道促进小微企业发展。自开发票政策导致企业

进入门槛的降低和企业的市场进入，同时，更年轻的创业者选择主动创业，且更趋于正规化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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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助企：来自增值税发票改革的经验证据 

内容摘要：一直以来，纳税（遵从或不遵从）与税收征管是纳税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博

弈的结果，政府的征税努力往往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鲜有文献关注到企业自身可能存

在主动纳税的需求。基于中国 2016 年开始的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的纳税征管改革

的事实，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增值税制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对企业

生产经营以及市场进入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考虑到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征管

差异时，自开发票制度会增加小微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而导致企业进入门槛降低，吸引更

多企业进入市场。与预测一致，本文将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两套数据结合起来，表明自开

发票政策显著提高了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为企业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提高。同时也

提高了小规模企业的纳税遵从，表现为纳税概率、纳税金额、实际税负的提高。本文对其潜

在的机制分析发现，小规模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既有纳税监管的作用，也有真实增加了企业

经营活动的作用，具体来说，自开发票政策通过减少企业纳税遵从成本，提高企业在上游市

场竞争力，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三条渠道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本文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自

开发票政策在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导致了企业门槛的降低和企业的市场进入，出现了扩展

边际效应，同时，更年轻的创业者选择主动创业，且更趋于正规化创业。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小微企业 纳税遵从 企业进入 

一、引言 

税收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负担1。企业会采取各种避税和逃税的方式来降低这种负担（高

培勇，2006；Bird et al.，2008；Naritomi，2015）。政府为了扶持企业的发展，也会通过下调

税率、减免税基等方式来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Liu et al.，2017；冯海波和陆倩倩，2020；

王业斌和许雪芳，2019；甘犁等，2019；王伟同等，2020；冯俊诚，2022）。而税务部门的

征税努力，则往往会因为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而损害企业的发展（张克中等，2020；田彬

彬等，2021；李昊楠等，2021）。 

但是，很少有研究注意到，企业自身可能存在主动纳税的需求，尤其是在增值税体系下。

增值税由于抵扣制度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征管机制（self-enforcement），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

                                                        

1 税收负担（tax incidence）这一概念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想法。 



 

 

采用的一种商品税形式。在增值税体系下，下游买方企业希望上游卖方企业能够提供用于进

项税额抵扣的增值税发票，这为税收征管提供了第三方信息，并造成了买卖双方合谋激励的

不对等（Gordon and Li，2009；Kleven et al.，2011；Kumler & Frias，2013；Pomeranz，2015；

田彬彬，2021）。买方的发票需求，实际上为卖方发票纳税提供了监管，降低了政府的征税

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买方企业存在着发票需求，那些能够开具增值税抵扣发票2的企

业更容易受到买方企业的青睐。这时，为了满足买方企业的需求，扩展商品销路，卖方企业

就存在主动开具发票并缴纳增值税的激励。 

本文利用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试点政策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来研究增值税体系

下企业的纳税需求。由于小微企业账目管理能力差，税制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当需要专票时，去当地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3。“营改增”之后，绝大多数客

户要求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随着金税三期工程推进带来国家治税能力提升，也出于让小微

企业享受到“营改增”减税红利以及深入推进税务系统“放管服”的目的，中国在 2016 年

8 月在住宿业推出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下文简称自开发票政策），并在行

业逐步推开。该政策允许小微企业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与增

值税普通发票的一样，按照 3% 和 5% 的征收率。截至 2017 年 3 月，小规模纳税人自开

发票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国共有约 4 万户住宿业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 160 多万份4。自开发票政策会从以下渠道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首先，自开发票政策减少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纳税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缴税付出的额

外成本。代开增值税发票，需要小规模纳税人进行代理记账或者频繁往返于税务部门之间，

自开发票减轻了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其次，自开增值税发票对于下游企业来说具有明显的

“减税效应”，上游的小规模纳税人相比于上游的一般纳税人对下游的一般纳税人来说成本

更高，因为其不能及时顺利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导致上游的小规模纳税人“折价销

售”或者订单减少。自开发票政策使得上游的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具有同等的销售环

境，更加便利快捷地开具增值税发票能够促进企业更多地进入产业链，增加其在上游的市场

                                                        

2 1994 年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把企业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进项税额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3 企业需要以下几个步骤代开增值税专票：在办税服务厅指定窗口提交以下材料，《代开增值税发票

缴纳税款申报单》；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经办人身份证

件及复印件；在同一窗口申报缴纳增值税有关税费；在同一窗口领取发票，开票过程复杂且花费时间长。 

4 数据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17-03/01/content_5172272.htm#1 



 

 

份额。第三，自开增值税发票能够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提高企业资产流动性。小企业

通常在市场上面临竞争劣势，最明显的是在外部融资和融资成本方面的可用性（Beck & 

Demirguc-Kunt，2006）。税收管理作为内源融资的重要渠道，改善企业现金流管理，等于改

善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小微企业代开增值税发票时，需要提前预缴增值税税款，导致小微企

业很可能在没有获得货款时已经上缴了税款，严重挤压了企业的现金流，自开增值税发票则

可以按照季度汇缴，以上三点积极促进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与此同时，当下游企业更多的获

得了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发票时，形成增值税的自我征管，导致小微企业逃避税行为减少，使

得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增加。小微企业可以选择开具增值税发票，也可以选择不开具增

值税发票，当实际收入大于实际含税成本时，企业仍然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小微企业的税

负和经营绩效同时上升，实现征纳共赢。 

基于中国纳税征管改革的事实，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增值税制度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以及进入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考虑到一般纳税人和

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征管差异时，自开发票制度会增加小微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进而导致企业

进入门槛降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为了检验我们的研究假设，本文利用家庭金融调查

数据（CHFS）和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来考察自开发票政策是否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本文发现，自开发票政策会导致家庭创业企业提高 30.25%的营业收入以及 9%的营业利润，

与此同时，政策也增加了政府税收，表现为企业纳税概率、纳税税额提高以及实际税负的增

加，实现征纳共赢。本文对企业营业收入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我们试图通过控制更多的变

量来减轻其他混杂因素对于基准结果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替换了代理变量、更换样本以及

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的同时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研究进一步对机制因素

进行了详细的检验。本文首先需要检验是否有真实的经营活动产生。小规模纳税人能够自开

增值税发票后，大大便利了其在生产链的供应作用，然而由于增值税的自我征管（sel-

enforcement）作用（Keen，2008；Waseem，2020），其生产经营活动会被下游企业发票监管，

可能导致原本低报的收入正常申报，将地下经济正规化，并不是由于真实的生产经营活动带

来。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观察家庭企业的成本是否增加，发现家庭企业的职工人数以及

工资总额均增加。接着我们考察企业是否通过上述的三个渠道增加了企业的绩效。我们发现

自开发票政策在政府效率和城市营商环境得分高的地区效应较小，证明政策在政府效率较低

的地方效应高，出现了纳税遵从效应。其次，我们根据行业-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构造了行业

中间品比例变量（中间品/（中间品+最终品），发现受处理行业中间品比例越高，政策效应

越大，意味着处于供应链上游的企业份额越多，政策越有效，促进了在生产链上游的小微企



 

 

业的发展。最后，我们分析了企业的借贷款情况，我们发现受政策处理行业的企业相比于其

他行业的借贷数目和借贷金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缓解了企业现金流约束。为了系统

分析自开发票的政策效应，我们分析了政策的扩展边际，是否会导致受政策处理的行业有更

多的企业进入。我们发现受政策处理行业的企业从个人层面和城市层面都有更多的企业进

入，且其初始投资减少，表明企业的门槛降低。 

本文对三支文献进行了贡献，第一支文献聚焦于财政政策如何助力于小微企业发展，小

微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十分重要，政府也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来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比如

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之前关于财政政策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的方式主要集中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Banerjee et al，1994；Luo et al.，2020；Chen and  

Yang，2020；陈彪，2021；杨龙见，2021；孔东民，2021），直接的减税降费促进小微企业

经营绩效（Liu et al.，2017；李明，2018；冯海波等，2020；王业斌，2019；甘犁，2019；

王伟同，2020；冯俊诚，2022）、推行“放管服”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宋翔，2018；廖富崇，

2019）上，很少有人关注到税收征管改革对于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为了填补这一

空白，本文详细地研究了增值税纳税征管改革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的家庭

金融调查数据和全国工商注册数据，验证了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小微企业发展在集约边际和扩

展边际方面的促进作用，并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 

本文也是对增值税自我征管机制（self-enforcement）相关文献的丰富和补充。现有研究

对增值税自我征管的具体机制有较为详尽的研究，例如额外的第三方信息（Third-Party 

Information）（Gordon and Li，2009；Kleven et al.，2011；Kumler et al.，2013；Naritomi，2015； 

Pomeranz，2015；田彬彬，2021）、行为激励的非对称性（Asymmetric Incentives）和常见于

低征管强度国家的预扣机制（Withholding）（Keen，2008；Paula 和 Scheinkman，2010；Waseem，

2020；李昊楠，2021）。本文研究了一个特殊的机制，以往的文献分析了增值税改的监管效

应，提高了纳税遵从，降低了企业利润和投资（Waseem，2020），或者减税效应，提高了企

业的利润和投资（陈钊，2016；范子英，2017）。当增值税链条覆盖到小微企业时，小微企

业可以非强制地自行选择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当增值税链条覆盖到小微企业时，小微企业

纳税遵从提高，税收增加，同时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加，证明纳税监管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

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实现了征纳共赢。 

第三支文献聚焦于小微企业纳税人征管的文献，小微企业的税务合规执法问题一直困扰

着世界各地的税务机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Al-Karablieh et al.，2021；Slemrod et al.，

2017）。以往的文献从信息化征管（樊勇，2020）、金融体系改革的角度探讨了小微企业的税



 

 

收合规性（Balde，2021；Beck et al.，2014；Blackburn et al.，2012；Slemrod et al.，2017）。

Ouyang et al.（2023）讨论了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数字信息获取两条渠道来影响小

微企业的税收违规行为。相比之下，本文侧重于税收体制改革，将小规模纳税人纳入增值税

抵扣网络，通过下游企业的监管或许能更有效率地提高小微企业的纳税征管。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税收征管部门是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结构改革最具代表性的部

门之一。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引入现代形式的增值税，从此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到 2002 年，增值税已成为中国第一大税收来源。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基础，是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近年来，国家针对小微企业先后出台了包括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减免等在内的一系列减税措施，与此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管体制改

革尤其是发票改革相对缓慢且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由来已久，这最早可追溯到 1993 年

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 134 号）的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得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中就包括“（三）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在以前的

征管模式下，税务机关不允许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主要原因是，小规模纳税

人财务核算不健全，无法妥善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担心小规模纳税人乱开票，扰

乱市场经济。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专用发票的管理，堵塞偷税漏洞。但是，由于一般纳税

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进项税额，此项规定对于小

规模纳税人的销售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家税务总局因此又印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由税务

所为小规模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的通知》（国税明电〔1994〕第 23 号），决定由税

务机关为小规模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方便纳税人经营。该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6 年，

期间虽然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标准经过几次改变，但是征纳方式没有得到改进。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的营改增是国家税务总局执行的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但是旧的政策规

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营改增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税负的初衷（林彩云，2018），一般纳税人

获取了绝大部分政策效应，小规模纳税人却并未参与其中。小规模纳税人是一个最应该享受

到政策优惠的群体，大部分行业对于增值税发票的巨大需求使得大规模纳税人不能自行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模式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出于让国家的扶持政策真正兑现于民的目的，在“金税三期系统”上线等一系列征管方式

大力推行的同时，开票系统也在不断升级更新，2016 年 8 月 1 日，全国 91 个城市月销售额

超过 3 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 9 万元）的住宿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

理新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

与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一样，按照 3% 和 5% 的征收率，分别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 2 栏和第 5 栏“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的

“本期数”相应栏次中；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开具专用发票的，仍须向地税机关

申请代开。同年 11 月，政策在全国的住宿业铺开，所有符合要求的小规模纳税人只能自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申请税务机关为其代开。随后在鉴证咨询业、建筑业、工业以及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逐步推开，在 2020 年 2 月，该政策在全国范围铺开。当企业选择代

开增值税发票时，仍然保持自开增值税普票的权利。 

自开发票会从以下渠道促进企业的发展，首先是改善了企业的税收营商环境，实现了“放

管服”，无法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或将代开发票

政策外包给其他公司，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税务机关代开，只能在工作日的 8 小时工作时

段内开票，遇周末或节假日都无法开票，这严重影响购买方发票的取得时效，增加了小规模

纳税人开具发票的风险，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成本，费时费力。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随

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降低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其次，代开增值税发票使得企业无法准

时顺利地向下游企业提供增值税发票，导致上游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相比商品

和服务价格竞争力下降，自开发票政策完善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增强了小规模纳税人在上

游市场的竞争力，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产业链，促进企业发展。第三，小规模纳税人在税务

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还需预缴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造成对

小规模纳税人流动资金的预先占用，提前将税款收缴国库，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自开发票政策带来的资金延缓缴纳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增加实体投

资。 

（二）理论分析 

根据前文的制度背景分析，本文在 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增值税

制度，以此分析自开发票政策对企业进入及生产经营的影响。 

1.模型设定 

考虑有许多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把企业的数量标准化为一。企业𝑖使用资本和劳动进

行生产，其生产函数为： 



 

 

𝑞𝑖 = 𝐴𝑖𝐾𝑖
𝛼𝐿𝑖

1−𝛼                           （1） 

其中，𝐾𝑖和𝐿𝑖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数量，𝐴𝑖 ∈ (0, +∞)表示企业的技术水平。企业的异

质性主要表现为技术水平𝐴𝑖的差异，用𝑓(𝐴)表示企业技术水平分布的密度函数。企业事先知

道自己的技术水平，并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如果企业选择进入，首先需要一次性投入固定成

本𝐹，然后在竞争性市场上购买劳动和资本组织生产，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分别为外生给定的

𝑤和𝑟。由于企业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其边际成本为定值，记𝑐 = (
𝑟

𝛼
)𝛼(

𝑤

1−𝛼
)1−𝛼。

在不考虑税收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企业𝑖的产量为𝑞𝑖时，对应的成本为𝑐𝑖 = 𝐹 +
𝐶

𝐴𝑖
𝑞𝑖。 

企业生产的产品既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可以作为中间品卖给下游

企业用于进一步的生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满足 CES 偏好，𝜎 > 1表示

这些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对产品的总支出为𝑌，并且用𝜃𝑌和(1 − 𝜃)𝑌分

别表示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支出。 

政府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根据企业生产规模的不同，政府把企业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

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技术水平𝐴𝑖的差异，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生产规模越

大。为了分析的方便，假设政府直接设定规模门槛𝐴∗，即技术水平大于𝐴∗的企业为一般纳税

人，技术水平小于𝐴∗的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差异表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𝜏1）高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𝜏0）；第

二，一般纳税人购买资本的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扣除，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

税额；第三，一般纳税人把产品销售给下游企业时，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用于下游企业

的进项税额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则不能进行抵扣。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的税收差异会影响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为了便于区分，用字母𝑔和𝑠分别表示一

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首先分析一般纳税人企业（𝐴𝑖 > 𝐴∗）的决策。企业𝑖的产品既可以卖给消费者，也可以

卖给下游企业。假设企业𝑖可以对这两类客户实施区别定价5，用𝑝𝑖𝑔
𝑐 和𝑝𝑖𝑔

𝑓
分别表示消费者和

下游企业得到的含税价格。基于 CES 函数的特点，可以很容易得到消费者对产品𝑖的需求： 

𝑞𝑖𝑔
𝑐 =

(𝑝𝑖𝑔
𝑐 )−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2） 

其中，𝑃𝑐表示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将在后面给出定义。下游企业支付的含税价格𝑝𝑖𝑔
𝑓
中，

𝜏1

1+𝜏1
𝑝𝑖𝑔

𝑓
属于企业𝑖缴纳的增值税，可以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因此，下游企业购买

产品𝑖的实际成本价格为
1

1+𝜏1
𝑝𝑖𝑔

𝑓
。相应的，下游企业对产品𝑖的需求为： 

                                                        

5 后面会证明，由于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相同，企业在最优定价时，给消费者和下游企

业提供的价格相同。 



 

 

𝑞𝑖𝑔
𝑓

=
(

𝑝
𝑖𝑔
𝑓

1+𝜏1
)−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3） 

其中，𝑃𝑓表示下游企业购买中间品的价格指数。 

一般纳税人企业𝑖购买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其购买资本的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

扣除。假设资本品供给方的增值税税率也为𝜏1，则企业𝑖购买资本的实际成本价格为
1

1+𝜏1
𝑟。

加入税收因素的影响，当企业𝑖的产量为𝑞𝑖时，对应的生产成本为𝑐𝑖𝑔
′ =

1

1+𝜏1
𝐹 + (

1

1+𝜏1
)𝛼 𝑐

𝐴𝑖
𝑞𝑖𝑔。

企业𝑖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𝜋𝑖𝑔 =
1

1+𝜏1
𝑝𝑖𝑔

𝑐 𝑞𝑖𝑔
𝑐 +

1

1+𝜏1
𝑝𝑖𝑔

𝑓
𝑞𝑖𝑔

𝑓
− [

1

1+𝜏1
𝐹 + (

1

1+𝜏1
)𝛼 𝑐

𝐴𝑖
(𝑞𝑖𝑔

𝑐 + 𝑞𝑖𝑔
𝑓

)]          （4） 

一般纳税人企业𝑖在需求函数（2）和（3）的约束下选择价格（𝑝𝑖𝑔
𝑐 和𝑝𝑖𝑔

𝑓
）、产量（𝑞𝑖𝑔

𝑐 和

𝑞𝑖𝑔
𝑓
）来最大化利润𝜋𝑖𝑔。可以很容易得到企业𝑖的最优产品价格满足： 

𝑝𝑖𝑔
𝑐 = 𝑝𝑖𝑔

𝑓
=

𝜎

𝜎−1
(1 + 𝜏1)1−𝛼 𝑐

𝐴𝑖
                  （5） 

对应的企业利润为： 

𝜋𝑖𝑔 =
1

𝜎−1
(

1

1+𝜏1
)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
𝜎

𝜎−1
(1+𝜏1)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
𝜎

𝜎−1
(1+𝜏1)−𝛼]−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

1

1+𝜏1
𝐹  （6） 

接下来分析小规模纳税人企业（𝐴𝑖 < 𝐴∗）的决策。对于消费者来说，小规模纳税人销售

产品的含税价格𝑝𝑖𝑠
𝑐 就是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其对应的产品需求与公式（2）类似。下游企业

的情况则与公式（3）有所不同。小规模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不能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

抵扣，其出售产品的含税价格𝑝𝑖𝑠
𝑓
就是下游企业的实际成本价格。用𝑝𝑖𝑠

𝑐 和𝑝𝑖𝑠
𝑓
分别表示消费者

和下游企业得到的含税价格，可以分别得到消费者和下游企业的需求为： 

𝑞𝑖𝑠
𝑐 =

(𝑝𝑖𝑠
𝑐 )−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7） 

𝑞𝑖𝑠
𝑓

=
(𝑝𝑖𝑠

𝑓
)−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8） 

其中，𝑃𝑐和𝑃𝑓分别表示消费者和下游企业购买产品的价格指数，与公式（2）和（3）中

的定义相同。 

除了缴纳的增值税不能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外，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资本的

进项税额也不能用于自身的增值税抵扣。因此，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资本的实际成本价格

就为𝑟。加入增值税并不会影响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成本。当企业𝑖的产量为𝑞𝑖时，对应的生

产成本为𝑐𝑖𝑠
′ = 𝐹 +

𝑐

𝐴𝑖
𝑞𝑖𝑠。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𝜏0，且满足𝜏0<𝜏1。企业𝑖的利润

可以表示为： 

𝜋𝑖𝑠 =
1

1+𝜏0
𝑝𝑖𝑠

𝑐 𝑞𝑖𝑠
𝑐 +

1

1+𝜏0
𝑝𝑖𝑠

𝑓
𝑞𝑖𝑠

𝑓
− [𝐹 +

𝑐

𝐴𝑖
(𝑞𝑖𝑠

𝑐 + 𝑞𝑖𝑠
𝑓

)]          （9）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𝑖在需求函数（7）和（8）的约束下选择价格（𝑝𝑖𝑠
𝑐 和𝑝𝑖𝑠

𝑓
）、产量（𝑞𝑖𝑠

𝑐 和

𝑞𝑖𝑠
𝑓
）来最大化利润𝜋𝑖𝑠，可以得到企业𝑖的最优产品价格为： 

𝑝𝑖𝑠
𝑐 = 𝑝𝑖𝑠

𝑓
=

𝜎

𝜎−1
(1 + 𝜏0)1−𝛼 𝑐

𝐴𝑖
                    （10） 

企业利润为： 

𝜋𝑖𝑠 =
1

𝜎−1
(

1

1+𝜏0
)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 𝐹   （11） 

对应的企业收入𝑅𝑖𝑠 =
1

1+𝜏0
𝑝𝑖𝑠

𝑐 𝑞𝑖𝑠
𝑐 +

1

1+𝜏0
𝑝𝑖𝑠

𝑓
𝑞𝑖𝑠

𝑓
可以表示为： 

𝑅𝑖𝑠 =
1

1+𝜏0
[

[(1+𝜏0)1−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1+𝜏0)1−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12） 

2.模型求解 

考虑该市场的进入均衡。企业𝑖事先知道自己的技术水平𝐴𝑖。只有当企业进入市场带来

的利润𝜋𝑖大于零时，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因此，在均衡状态时，选择进入市场的技术水平最

低企业的利润恰好为零。假设市场需求水平𝑌足够高，使得该市场存在小规模纳税人进入。

用𝐴0 < 𝐴∗表示进入市场的临界企业的技术水平，有进入均衡条件： 

1

𝜎−1
(

1

1+𝜏0
)𝛼(

𝑐

𝐴0
)1−𝜎{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 𝐹 = 0   （13） 

接下来分析价格指数𝑃𝑐和𝑃𝑓。𝑃𝑐表示消费者的价格指数。根据公式（5）和（10），不论

是从一般纳税人企业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产品，消费者的实际支出价格都为𝑝𝑖
𝑐。因此，

消费者价格指数𝑃𝑐满足条件： 

𝑃𝑐
1−𝜎 = ∫ [

𝜎

𝜎−1
(1 + 𝜏0)1−𝛼 𝑐

𝐴
]

1−𝜎
𝑓(𝐴)𝑑𝐴

𝐴∗

𝐴0
+ ∫ [

𝜎

𝜎−1
(1 + 𝜏1)1−𝛼 𝑐

𝐴
]

1−𝜎
𝑓(𝐴)𝑑𝐴

+∞

𝐴∗  （14） 

下游企业的价格指数𝑃𝑓略有不同。如果下游企业从一般纳税人企业购买产品，其支付的

实际成本价格为
1

1+𝜏1
𝑝𝑖𝑔

𝑓
；如果下游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购买产品，其支付的实际成本价

格为𝑝𝑖𝑠
𝑓
。结合公式（5）和（10），生产者价格指数𝑃𝑓满足的条件为： 

𝑃𝑓
1−𝜎 = ∫ [

𝜎

𝜎−1
(1 + 𝜏0)1−𝛼 𝑐

𝐴
]

1−𝜎
𝑓(𝐴)𝑑𝐴

𝐴∗

𝐴0
+ ∫ [

𝜎

𝜎−1
(1 + 𝜏1)−𝛼 𝑐

𝐴
]

1−𝜎
𝑓(𝐴)𝑑𝐴

+∞

𝐴∗  （15） 

公式（13）、（14）和（15）定义了模型的均衡状态。接下来证明该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

解。为了分析的方便，在公式（13）中，定义𝑀 ≡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把𝑀带入公式（13），可以得到𝐴0关于𝑀的函数关系：𝐴0 = 𝐴0(𝑀)。显然，𝐴0关于 𝑀是单调

递减的。把公式（14）和（15）带入𝑀的定义中，可以得到𝑀关于𝐴0的函数关系：𝑀 = 𝑀(𝐴0)。

显然，𝑀关于𝐴0是单调递增的。图 1.1 用横轴表示𝐴0，用纵轴表示𝑀，分别展示了函数方程

𝐴0 = 𝐴0(𝑀)和𝑀 = 𝑀(𝐴0)。联立方程𝐴0 = 𝐴0(𝑀)和𝑀 = 𝑀(𝐴0)，可以得到该模型的均衡状

态𝐷及对应的唯一均衡解𝐴0
∗。 

接下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的影响。如前面论述，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差异



 

 

表现为三个方面。自开发票政策影响的是第三个方面，即允许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

票用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此时，下游企业购买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实际

成本价格由𝑝𝑖𝑠
𝑓
下降为

𝑝𝑖𝑠
𝑓

1+𝜏0
。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变为： 

𝑞𝑖𝑠
𝑓

=
(

𝑝
𝑖𝑠
𝑓

1+𝜏0
)−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8’）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最优产品定价和公式（10）一样，保持不变。企业利润和收入分别

变为： 

𝜋𝑖𝑠 =
1

𝜎−1
(

1

1+𝜏0
)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1+𝜏0)𝜎[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 𝐹（11’） 

𝑅𝑖𝑠 =
1

1+𝜏0
[

[(1+𝜏0)1−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1+𝜏0)𝜎[(1+𝜏0)1−𝛼 𝑐

𝐴𝑖
]1−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12’） 

对比利润公式（11）和（11’）、收入公式（12）和（12’），可以很容易发现，自开发票

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利润和收入。此即为如下论点 1： 

论点 1：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利润和收入。 

小规模纳税人企业𝑖缴纳的税额为𝜏0𝑅𝑖𝑠。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收入

𝑅𝑖𝑠，因此，可以很自然得到如下论点 2： 

论点 2：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缴纳的税收。 

自开发票政策增加了在位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这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在均衡状

态，只有利润为正的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市场。对于临界企业来说，其利润恰好为零。根据公

式（11’），可以得到进入均衡条件为： 

1

𝜎−1
(

1

1+𝜏0
)𝛼(

𝑐

𝐴0
)1−𝜎{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1+𝜏0)𝜎[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 − 𝐹 = 0 （13’） 

公式（14）表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𝑃𝑐不受影响，但是公式（15）表示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𝑃𝑓会有所调整，因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实际上降低了购买产品的价格。调整后的生产

价格指数满足条件： 

𝑃𝑓
1−𝜎 = ∫ [

𝜎

𝜎−1
(1 + 𝜏0)−𝛼 𝑐

𝐴
]

1−𝜎
𝑓(𝐴)𝑑𝐴

𝐴∗

𝐴0
+ ∫ [

𝜎

𝜎−1
(1 + 𝜏1)−𝛼 𝑐

𝐴
]

1−𝜎
𝑓(𝐴)𝑑𝐴

+∞

𝐴∗  （15’） 

公式（13’）、（14）和（15’）定义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发票制度下的均衡状态。采用之

前类似的方法，可以证明这时候仍然存在唯一的均衡解。我们主要关注均衡状态的变化。定

义𝑀′ ≡
[

𝜎

𝜎−1
(1+𝜏0)1−𝛼]−𝜎

𝑃𝑐
1−𝜎 𝜃𝑌 +

(1+𝜏0)𝜎[
𝜎

𝜎−1
(1+𝜏0)1−𝛼]

−𝜎

𝑃𝑓
1−𝜎 (1 − 𝜃)𝑌。把𝑀′带入公式（13’），可以得到

和前文一样的函数关系：𝐴0 = 𝐴0(𝑀′)，并且𝐴0关于 𝑀′是单调递减的。把公式（14）、公式

（15’）关于𝑃𝑐和𝑃𝑓的定义带入𝑀′可以得到𝑀′关于𝐴0的函数关系：𝑀′ = 𝑀′(𝐴0)。显然，𝑀′关



 

 

于𝐴0是单调递增的。而且，可以很容易证明：𝑀′(𝐴0) > 𝑀(𝐴0)。把𝑀′ = 𝑀′(𝐴0)同样地表示

在平面坐标图上，如图 1.2 所示。均衡状态从𝐷移动到𝐷′，对应的企业进入门槛𝐴0下降，更

多地企业进入市场。此即为如下论点 3： 

论点 3：自开发票政策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 

                图 1.1                                    图 1.2 

图1：模型均衡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 

如图 1-1 所示，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的促进作用，为了实证

检验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家庭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自开发票政策在时间，和行业两

个层面的差异，构建以下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纳税征管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具体的模型

构建如下。 

𝑌𝑖𝑗𝑐𝑡 = 𝛼0 + 𝛼1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𝛼2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𝑐𝑡 + 𝜇𝑗 + 𝜆𝑡 + 𝜓𝑐𝑡 + 𝜀𝑖𝑐𝑡 

下标𝑖𝑗𝑐𝑡分别表示家庭、行业、城市和时间，被解释变量𝑦𝑖𝑗𝑐𝑡表示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

以及纳税状况，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是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的度量，𝑃𝑜𝑠𝑡𝑡为政策出台年份的虚拟变量。

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𝑐𝑡 代表控制变量集合，具体包括创业者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婚姻、文化程度等

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家庭资产等家庭层面的变量。考虑特定时间和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

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𝜇𝑗和时间固定效应𝜆𝑡。由于不同城市的

特殊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活动的实施，从而破坏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平行趋势假设，因此我们

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与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𝜓𝑐𝑡，便于控制城市层面的特征。𝜀𝑖𝑗𝑐𝑡为随机

扰动项，系数𝛼1反映了小规模纳税人发票征管模式改革带来的家庭创业影响的净效应。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以及纳税状况。



 

 

在 CHFS 数据库中，询问存在家庭创业行为的家庭，“去年/今年上半年，该项目的营业收入

是多少元”，来分析存在创业行为的家庭最主要/最新项目的营业状况。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的虚拟变量，用以刻

画纳税征管改革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当 j 行业在 t 年试点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

票后，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 𝑃𝑜𝑠𝑡𝑡赋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选择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实施作为试点时间，

与多数研究一致，将下半年实施的行业视为下一年度开始试点。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家庭和地区层面的变量，具体包括家庭户主

的年林（age）、年龄的平方项（age2）、户主的性别（gender）、户口（res）、政治面貌（party）、

婚配（marry），也控制了家庭的资产（asset）和风险偏好（risk），以及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

应来控制地区层面的差异。相关变量的定义见表 1。 

（4）其他变量。本文先探究了自开增值税发票政府是否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增加，接

着分析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从个体层面来说，考虑到创业是家庭成员的联合决

策，参照以往文献（尹志超等，2015；尹志超等，2019），我们在家庭层面定义创业。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关于创业的问题为“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含个

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并根据创业动机，将家庭创业区分为主动创业和

被动创业。从城市层面来说，本文构建了指标企业进入率，用城市 c 在 t 时间，在行业 j 内

新成立企业数量除以该城市该行业现有企业的数量，来表示企业的进入率。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 2013-2019 年四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

据。该数据是一项由西南财经大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实验中心共同开展的大规模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随机抽样设计，第一阶段抽样使用县，

第二阶段抽样使用县的居住社区，最后阶段抽样使用从社区和村委会抽取的住户。这一过程

确保最终样本在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方面都能代表整个国家的人口。该数据收集了除西藏 、

新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414 个县（区）的家庭和个人信息。

在剔除掉相关变量缺失的记录后，最终共获得了 78250 多户家庭的微观数据，其中得到创

业家庭样本 17318 户。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收集了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

育程度和居住区域以及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收入与支出等各方面的信息。 在资产部

分，详细询问了家庭是否有工商业经营项目，并进一步询问了工商业项目经营情况，包括营

业收入、营业利润、银行信贷等，为本文研究小规模纳税人创业以及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提

供了非常好的数据支持。 



 

 

二是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该数据库包含了 1949 年至 2021 年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信

息，包括超过 2 亿家工商企业，覆盖 337 个市，该数据库是由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

取而成的，包括商业注册日期、业务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行业分类、经营状态和业

务关闭日期。他还提供了企业的成立形式，例如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制等

信息，能准确的识别企业的进入。本文首先利用 CHFS 数据的家庭样本进行基准回归与分析

企业的经营绩效，然后利用 CHFS 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识别政策是否会导致企业进一

步进入市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ln_yysr1 营业收入取对数 15673 8.6405 4.0781 0 17.7275 

js 是否缴税 11429 0.3637 0.4811 0 1 

ln sfze1 税费总额取对数 11242 2.7743 4.065 0 15.4249 

sjsf 实际税负 9115 0.0506 0.1133 0 0.744 

 treat 
自开增值税发票当年及以后

年份为1，其他为0 
15908 0.079 0.2697 0 1 

 age 年龄 15904 47.3505 12.0162 22 81 

 age2 年龄的平方项 15904 2386.4487 1191.6371 484 6561 

 edu 受教育程度 15908 0.0689 0.2533 0 1 

 res 户口类型 15908 0.5658 0.4957 0 1 

 marry 婚配 15896 0.908 0.2891 0 1 

 gender 性别 15908 0.8048 0.3964 0 1 

 party 是否为党员 14505 0.1248 0.3305 0 1 

 risk 冒险程度 12695 3.9345 1.3223 1 6 

ln_asset 家庭资产的对数 15908 13.5238 1.3737 0 18.5958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纳税方的收益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重点考察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对家庭创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表 2 给出了

基准回归的结果。 第（1）列表示只加入了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政策这一虚拟变量以及时间

和行业的固定效应，此时𝛼1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

税发票”政策有效的提高了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在随后的第（2）-（4）列中，依次加入了

城市固定效应，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对不同层面进



 

 

行固定效应控制。第四列是我们最严格的假设，如第四列所示，当某行业实施小规模纳税人

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政策后，家庭创业的营业收入显著提高，参数估计值表明，与尚未开始

自开发票的行业的相比，进行了自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业的企业营业收入提高了 30.25%，该

效应是显著的。上述逐步回归的结果基本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即自开发票政策确实会提

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且结果是稳健的。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4) 

VARIABLES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1 

treat 0.3642*** 0.3523*** 0.3224*** 0.3025** 

 (0.0738) (0.0691) (0.0768) (0.1104) 

age   0.0119 0.0091 

   (0.0143) (0.0143) 

age2   -0.0003* -0.0003 

   (0.0001) (0.0002) 

edu   -0.0385 -0.0603 

   (0.0567) (0.0687) 

res   0.0957** 0.1043** 

   (0.0448) (0.0406) 

marry   0.2058** 0.2301*** 

   (0.0843) (0.0781) 

gender   0.1460*** 0.1317*** 

   (0.0451) (0.0409) 

party   0.0279 0.0041 

   (0.0697) (0.0581) 

risk   -0.0501 -0.0511* 

   (0.0307) (0.0273) 

ln_asset   0.4628*** 0.4593*** 

   (0.0235) (0.0221) 

Constant 8.6082*** 9.0009*** 2.2573*** 2.3800*** 

 (0.0059) (0.0059) (0.3400) (0.3372)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NO YES YES NO 

城市*年份 NO NO NO YES 

Observations 15,637 14,520 10,403 10,371 

R-squared 0.7043 0.6727 0.7422 0.7557 



 

 

2 稳健性检验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我们使用事件研究法对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说进行检验，如图一所示，以家

庭创业的营业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将各行业试点的自行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政策提前了 1-3 期，如果此时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依然显著为负，则说明企

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而非纳税征管改革带来的影响。如下

图所示。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后，实

验组和控制组的营业收入发生显著变化，证实了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3.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正如 Goodman-Bacon(2021)所述，双向固定效应的 DID 估计量实际上是所有可能的两

期 DID 的加权平均值，当处理效应存在异质性时将会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其平行趋势

假设也将存在偏差。为此，本文借鉴刘冲等（2022）的思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处理效应的

异质性进行考虑：一是根据 Cengiz et al.(2018) 的方法，利用堆叠回归的方式，给每个处理

组选择“好的控制组”组成数据集，按照相对事件时间，堆叠数据集并进行回归估计。动态

效应的估计结果如图 3（a）所示，政策实施之前估计系数在 0 附近且不显著，改革之后系数

显著为郑，证明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二是根据的 Borusyak（2021）方法，利用插补的方法

插补出合理的反事实结果，从控制组样本中估计出每个处理组个体每个时期的反事实结果变



 

 

量，避免“坏的控制组”问题的出现，如图 3（b）所示，估计结果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上述

结果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结果的影响十分有限。 

 

 

图3 考虑处理效应异质性后改革的动态效应 



 

 

4.其他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中，本文验证了平行趋势假定的成立，排除了纳税征管改革政策实施前其他政策

对于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但实际上仍有其他混杂因素会对本文的基准回归进行干扰，下文

则将逐一论证。首先本文使用了其他财务指标作为替代指标，考虑到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

税发票后，下游的企业更多的索要发票，可能导致上游小规模纳税人之前原本应该低报的收

入会正常报告，导致营业收入的不正常增加，本文使用营业利润作为营业收入的替代变量，

本文采取了营业收入的两种表示方式，表 3 的列（1）表示取营业收入的对数，考虑到营业

利润有部分数据为负值，列（2）使用营业利润的绝对值，结果发现营业利润也显著增长，

增加了 6.018 万元，说明小规模纳税人确实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实际的改善了小规模企业的

经营绩效，而不只是在会计账目上；二、实验组和控制组。自开增值税发票改革在 17 年住

宿业和鉴证咨询业中实施，然而 CFPS 问卷中分类为住宿和零售业大类以及现代服务业大

类，中间混合了其他行业的效应，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剔除了“住宿和零售业”这个分类，列

（3）中继续排除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得到最为纯净的控制组。结果发现系数依然显著，证

明了结果的稳健；三、同期行业干扰政策的排除，同期推出的其他税收改革举措也可能会对

企业的经营绩效带来影响，进而混肴自开增值税发票的改革影响。其中，“营改增”和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的改变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改革政策，也会对家庭创业的经营绩效带来直接的影

响。“营改增”可能会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一是营改增的实施能够有效打

通和延长抵扣链条、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增加，二是

营改增会促进分工，有利于推动专业化分工，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盈

利能力，为了尽可能缓解“营改增”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将“营改增”的政策变量直接

加入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在考虑“营改增”政策干扰的因素之后，本文的结论

仍然成立。二是小规模纳税人门槛的变化，国家对小规模纳税人的门槛经历多次调整6，而

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调整对于企业的账务处理以及经营行为都有较大的影响，在 2018 年 5

月将所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定位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500 万元及以下，为了排除门

槛改变带给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本文直接将门槛改变的政策变量加入回归。表四中的（4）

-（5）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两项政策的影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

                                                        

6 2008 年国务院修改了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降至从事货物生

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 50 万元和 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为 80 万元。在进行营改增试点之后，国务院对试

点纳税人的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标准定为 500 万元，与非试点纳税人的 50/80 万元的标准并立。 



 

 

估计结果在 5%水平上显著，大小与基准回归相差不大，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四、Chen

（2022）指出通过改变 y 的计量单位（例如从 1 美元改成 1 美分），使用 log（y+1）的回归

结果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ln_yysr中有 0.58%的数据为 0 值，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直接用 log（y）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并无显著变化。五、考虑到

交错双重差分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使用 Cengiz et al.（2018）的估计方法构建堆叠处理

效应，结果依然是稳健的。六、本文根据周茂等（2018）的方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

安慰剂检验，限于篇幅，报告在附录中，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VARIABLES ln_yylr1 yylr2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2 ln_yysr1 

        

treat 0.0940** 6.0108** 0.2518** 0.3006** 0.3141** 0.3028** 0.3465*** 

 (0.0424) (2.8170) (0.1120) (0.1240) (0.1094) (0.1075) (0.0665) 

tax_reduce    0.0058    

    (0.1340)    

treat_mk     -0.1027   

     (0.1517)   

Constant 2.3520*** -49.862*** 2.1963*** 2.3791*** 2.4091*** 2.3805*** 1.7470*** 

 (0.2711) (12.4762) (0.3015) (0.3368) (0.3392) (0.3105) (0.20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505 8,865 9,914 10,371 10,371 10,325 19,389 

R-squared 0.9276 0.1445 0.7560 0.7557 0.7557 0.7934 0.7801 

 

（二）征税方的收益 

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已经证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能够大大增加改革行业内家庭

创业的经营绩效，在本节中，我们将评估其纳税行为，是否会导致征税方收益的增加。为了

验证论点二，我们考察企业的缴税状况，调查问题包括“该项目是否缴纳税费？”，“去年/今

年上半年，该项目缴纳的税费总额是多少元？”，根据第一个问题，我们构造一个虚拟变量，

缴税为 1，不缴税为 0，根据第二个问题，我们构建了缴纳税费的对数。第三，我们利用缴

纳税费比上企业的营业利润来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我们使用这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估计



 

 

基线回归，发现相比于未收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能自开增值税发票的家庭创业缴税的概率

上升了 9.8%，缴税的数额上升了 39.8%，考虑到缴纳税费的均值为 17693，结果表明，受到

政策处理的行业缴纳税费平均增加了 7041.8 元，该效应是可观的。而企业的实际税率也上

升，增加了 4.6%，实现了征税方的收益。 

表 4  征税方收益 

 (1) (2) (3) 

VARIABLES js ln_sfze1 sjsf 

    

treat 0.1093*** 0.4612* 0.0469*** 

 (0.0373) (0.2200) (0.01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Constant -0.4040*** -4.9902*** -0.1085* 

 (0.0796) (0.8254) (0.0561) 

    

Observations 13,016 12,794 10,344 

R-squared 0.1930 0.2187 0.1795 

 

五、机制检验 

（一）是否存在真实的经营活动增加 

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已经证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能够大大增加改革行业内家庭

创业的经营绩效，在本章中，我们将评估解释其工作原理以及可能的渠道或机制。首先的担

忧的是营业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由于实际经营活动增加带来的，而是由于小规模纳税人开具更

多的增值税发票，无法隐藏之前低报的收入，使之前未开发票的收入转移到了账目上，导致

营业收入的激增，实际的经营活动并没有增加。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的存在性，我们通过考察

现有职工人数和员工成本总额以及缴税状况来考察该结果。调查问题包括“除您和您家庭成

员以外，目前该项目还雇佣了多少员工？包括目前雇佣的临时工”，“平均每位员工一个月的

雇佣成本是多少钱？” 根据第一、二个问题，我们构造了两个变量，分别为职工人数的对数，

职工总成本的对数，我们使用这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估计基准回归，首先我们比较了受政

策影响行业的家庭创业的职工人数与未受政策影响行业的家庭创业的职工人数，发现相比于



 

 

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能自开增值税发票的家庭创业企业职工人数增加了 12.8%，而职工成

本总额增加了 28.8%，说明不仅职工人数在增加，平均职工成本也在增加，证明了真实的经

营活动产生 

表 5 是否有真实经营活动产生 

 (1) (2) (3) (4) (5) 

VARIABLES ln_xyzg ln_zgcb ln_yysr1 ln_yysr1 ln_yysr1 

      

treat 0.1280** 0.2883*** 0.2208 0.3264* 0.6534** 

 (0.0511) (0.0894) (0.1574) (0.1844) (0.2935) 

treat_zfxl2   -0.0171*   

   (0.0097)   

treat_bus2    -0.0180***  

    (0.0053)  

treat_MR2     0.7336* 

     (0.4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5259*** -6.8933*** 2.5109*** 2.5408*** 2.9682*** 

 (0.3941) (1.1791) (0.3276) (0.3304) (0.4055) 

      

Observations 10,348 9,525 9,593 9,615 9,185 

R-squared 0.3772 0.3479 0.7762 0.7752 0.7587 

 

（二）纳税遵从成本降低 

接着我们探究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如何导致经济活动的增加，进而导致经营绩效增加。 

本文考虑的第一条机制是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可能大大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遵

从成本，改善了企业的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已有大量的文献证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纳税遵

从成本降低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樊勇等，2020；张龙鹏等，2016；毕青苗，2020）。

无法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或将代开发票政策外

包给其他公司，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税务机关代开，只能在工作日的 8 小时工作时段内开

票，遇周未或节假日都无法开票，这严重影响购买方发票的取得时效，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

开具发票的风险，增加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成本，费时费力。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随时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降低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参考了李志军（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



 

 

城市营商环境总得分以及政府效率得分，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乘，进行三重差分分析，其

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效率和营商环境越差，则该政策的效应越明显。表五的（3）

-（4）参数估计表示，相比于高政府效率和好营商环境的地区，低政府效率和差营商环境的

地区政策效应更高，即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提高了地区的营商环境，减少申请代开发票过程

中的成本，提升了经营绩效。 

（三）生产链参与 

我们的第二个解释与生产链参与有关，如何深入参与生产链，促进企业分工是小微企业

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分工能大大提升产业关联度和企业经营绩效。（范子英，2017；

陈钊，2016）无法自开增值税发票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这严重影响

了购买方获得发票的时效，增值税的特性为自我征缴，环环抵扣，生产链种的某一环断裂将

会导致税收成本的激增，增加流通环节的重复征税。及时有效地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增

强小规模纳税人在生产链中的竞争力，促进小规模纳税人进入生产链，同时降低下游行业的

成本。 

为了评估该条机制的有效性，本文使用了 2012 的省级层面的投入产出表，我们进行了

三重差分分析，以检验是否处于中间商品高比例的行业受到政策影响更大。具体来说，我们

构造了一个变量中间品使用比例，各行业的中间使用/（中间使用+最终使用），然后将之与

政策处理变量进行交乘，列（5）表示 2012 年中间品使用比例，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三重差

分来估计结果，表五的（5）列表明了，在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实施后，高中间产品比列的

行业政策效应越明显，中间品使用比例越高，政策影响越大。 

（四）现金流压力缓解 

本文的第三个解释是缓解了家庭创业的现金流压力，现金流约束，信贷约束成为了小微

企业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文献中以及被广为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落后，银行的信

贷领域又存在信贷歧视，导致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Zwick and Mahon，2017；于文超等，2018）。小规模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时，小规模纳税人还需预缴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造成

对小规模纳税人流动资金的预先占用，提前将税款收缴国库，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

自开发票政策带来的资金延缓缴纳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从而促进企业增加实体投

资。与此同时，免税政策难以落实。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在 10 万元以下（按季缴纳的为 

30 万元以下）的，享受免征增值税待遇。小规模纳税人当日代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这笔

收入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第这一规定使得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免税政策形同虚



 

 

设。形成了现金流压力。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我们首先关注 CHFS 的调查中的六个问题，检验能够自开

增值税发票的家庭是否获得了更少的贷款和借款。调查问题包括：“目前，您家是否因【工

商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尚未还清的银行/信用社贷款？”，“您家目前共有几笔工商业贷款”，

“目前，这笔贷款还欠多少钱？”，“除了银行/信用社贷款以外，目前您家是否因工商业生产

经营有尚未还清的民间借款？”，“您家目前共有几笔借款？”，“目前，这笔借款还欠多少

钱？”，家庭对第一和第四个问题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指标变量，如果一个家庭在信贷

获取或者借款方面回答“是”，则取值为 1，面对第三个和六个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变量，

贷款金额和借款金额，他是回答贷款和借款金额的对数。我们通过使用六个变量作为因变量

来估计基准回归，。 

表 6 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表达目前是否有贷款和是否有借款，结果表明政策实

施后，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借贷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第（3）和第（4）列分别表明借款数

目和贷款数目，参数估计表明，政策实施后，受到政策处理的家庭创业目前存在的借款数目

和贷款数目都显著下降了，贷款数目平均下降了 0.09 笔，借款数目平均下降了 0.11 笔。第

（5）列和第（6）列分别表示目前贷款所欠金额和目前借款所欠金额，这些结果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受政策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好，借款和欠款的数额都更少。总体

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使得企业之前

被提前的征缴税款进入企业使用。 

表 6 信贷状况分析 

 (1) (2) (3) (4) (5) (6) 

VARIABLES dk_dummy jk_dummy dksm jksm ln_sjdk1 ln_sjjk1 

       

treat 0.0034 -0.0017 -0.0904*** -0.1126*** -0.2555* -0.2773* 

 (0.0088) (0.0135) (0.0188) (0.0383) (0.1363) (0.15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3235*** 0.1544** -0.4236** 0.0029 -3.6596*** 1.0553 

 (0.0683) (0.0701) (0.1745) (0.1641) (0.8933) (0.6577) 

       

Observations 10,290 10,279 10,237 10,205 10,002 9,819 

R-squared 0.1231 0.1464 0.0858 0.1060 0.1383 0.1360 



 

 

六、自开发票的政策的进一步分析：企业进入 

随着不断优化我国税收营商环境和深化“放管服”专项改革工作的逐步推进，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的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2020 年，涉税市场主体全国新增 1144 万户，同比 2019

年增长 10.1%，“十三五”期间，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增速较快，累计达 5745 万户7。不少文献

从商事制度改革（张龙鹏，2016；毕青苗，2018；）、地方保护（叶宁华等，2017）、减税降

费（田磊等，2020）的视角解释了企业进入。我们已经证明，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显著

增加企业的经营绩效，然而这种经营绩效是否能带动更多企业进入市场，是否实现了创业的

增加？接着我们分析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发票的扩展边际。 

（一）企业进入门槛 

正如论点二所示，在异质性企业模型里，质量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进入市场，随着市场

的扩大，更多的企业进入，就表现为创业门槛下降。与此同时，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显

著的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促进企业进入中间品流动，而且减少了纳税的遵从成本，实

现了放管服，优化了税收营商环境，可能会导致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我们使用了两部

分的数据，分别度量了企业的进入成本以及企业的进入率。首先是利用 CHFS 数据，考察创

业的门槛是否降低，我们使用的第一个变量是 CHFS 数据中，调查问题：“您家参与该项目

时总投资是多少？”我们构造了一个变量，初始投资是指参与投资时金额的对数。具体来说，

我们将企业成立的时间与政策处理的时间对应，让受到政策处理的家庭的初始投资与尚未受

到政策处理的家庭创业的初始投资进行对比，估计如第一列所示，表明改革后家庭创业的初

始投资显著降低，参数估计表明，受到政策影响的家庭比未受到创业影响的约减少 26.6%的

初始投资。 

我们使用的第二套创业的数据来自于全国工商注册数据库，我们提取了工商注册数据库

中的每个企业的注册资本，并按照城市、行业、年份进行平均，虽然企业的注册资本不等于

企业的实际投资金额，但是也跟初始投资成正相关，我们构建了如下方程进行分析： 

ln _𝑧𝑐𝑧𝑏𝑗𝑐𝑡 = 𝛼0 + 𝛼1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𝜇𝑗 + 𝜆𝑡 + 𝜓𝑐𝑡 + 𝜔𝑘𝑡 + 𝜀𝑖𝑐𝑡 

ln _𝑧𝑐𝑧𝑏𝑗𝑐𝑡表示在城市c，属于 j 行业在t 年的所有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 𝑃𝑜𝑠𝑡𝑡

表示政策处理变量，考虑特定时间和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控制了

                                                        

7 国家税务总局.十组年度税收大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潜力大活力足[EB/OL].http://www.chinatax.gov. cn/ 

chinatax/n810219/n810780/c5161039/content.html：2021 年 1 月 25 日 



 

 

行业固定效应𝜇𝑗和时间固定效应𝜆𝑡。由于不同城市的特殊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活动的实施，，

因此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城市与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𝜓𝑐𝑡，便于控制城市层面的特征，同

时还控制了产业分类（一、二、三产业）与时间的交互项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层面的效

应，𝜀𝑖𝑗𝑐𝑡为随机扰动项。如表 7 的第（二）列所示，我们发现自开增值税发票会对企业的注

册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均会导致受政策处理企业的注册资本降低 12%。 

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并不完全按照应纳税所得额或者注册资本，我们无法识别出哪

些企业为小微企业，而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为了识别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在整个工商注册数据库中根据企业的性质对注册资本进行平均，按照企业注册资本的平

均大小8，将企业分为“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

企业、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联营企业、股份合作制、集体所有制，大规模企业包括"

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港、澳、台、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进行分

样本回归，在样本中分别保留“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重新计算每个城市每个行

业每年新注册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表 7 的第 3 列是小规模企业样本，发现该政策会导致小

规模企业的注册资本减少 28.6%，而对大规模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以上证据证明自开增值

税发票政策导致企业进入市场的初始投资减少，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 

表 7 企业进入门槛 

 (1) (2) (3) (4) 

VARIABLES ln_cszc1 ln_zczb ln_zczb ln_zczb 

     

atreat -0.2746** -0.1211*** -0.2863*** 0.1759 

 (0.1211) (0.0197) (0.0203) (0.1266) 

控制变量        是        否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NO NO NO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产业类型*年份 NO YES YES YES 

     

Constant 8.3494*** 14.9963*** 15.1657*** 15.3177*** 

 (0.1738) (0.0037) (0.0038) (0.0231) 

     

Observations 10,366 173,137 165,586 33,398 

R-squared 0.3057 0.5638 0.5144 0.5913 

 

                                                        

8 具体的数据存在附录中 



 

 

（二）企业市场进入率 

企业经营绩效的增加是否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呼应前文的理论分析中的论点 2，

本文采用了两套数据来证明家庭创业的增加，首先是 CHFS 数据中，询问“目前，您家是否

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 、经营企业等”，若回答是，则

取值为 1，回答否，取值为 0。由于该政策是在行业层面进行的，如果一个家庭未进行创业

也就不存在行业层面的政策处理，本文采用多值选择模型来进行分析，将现有的数据扩充，

识别出个体 i 在时间 t 内是否在行业 j 里创业，表示为𝑌𝑖𝑗𝑐𝑡。若不存在家庭创业，则在所有

行业的取值均为 0。我们采用以下模式进行估计： 

𝑌𝑖𝑗𝑐𝑡 = 𝛼0 + 𝛼1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𝛼2𝐶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𝑖𝑗𝑐𝑡 + 𝜇𝑗 + 𝜆𝑡 + 𝜓𝑐𝑡 + 𝜀𝑖𝑐𝑡 

𝑌𝑖𝑗𝑐𝑡表示在城市 c 中的户主 i 在时间 t 时是否在 j 行业有创业，其余变量定义与基准回

归一致，表八的第（1）列展示了多值选择模型的结果，政策实施后，家庭在受政策影响的

行业创业概率变高。 

第二个是工商注册数据，为了排除地区层面的企业数量和创业氛围的不同，本文构建了

一个指标，企业进入率，用城市 c 在 t 时间，在行业 j 内新成立企业数量除以该城市该行业

现有企业的数量，检验受政策处理的行业是否有更多的企业进入。本文采用以下模式进行估

计： 

entryrate𝑗𝑐𝑡 = 𝛼0 + 𝛼1𝑇𝑟𝑒𝑎𝑡𝑗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𝜇𝑗 + 𝜆𝑡 + 𝜓𝑐𝑡 + 𝜔𝑘𝑡 + 𝜀𝑖𝑐𝑡 

entryrate𝑗𝑐𝑡表示城市 c 在时间 t 时行业 j 的企业进入率，其余变量与企业进入门槛方程

一致。结果如表 8 的第（2）列所示，受政策影响行业企业进入率提高了 0.38%，考虑到每

个城市各个行业企业数量的均值为 1045.3，这表明自开增值税发票政策实施后，受政策处理

行业比未受政策处理行业多 4 个企业进入。同时，我们按照“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

进行重新计算每个城市每个行业每年的企业进入率，列（3）表示，只用“小规模企业”的

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受政策影响行业企业进入率提高了 0.93%，受政策处理行业比未受

政策处理行业多 9.7 个企业进入。而“大规模”企业的样本回归结果不显著，证明了自开发

票政策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进入市场。 

表 8 企业进入 

 (1) (2) (3) (4) 

VARIABLES bus entryrate2 entryrate entryrate 

     

treat 0.0141*** 0.0038*** 0.0093*** 0.0003 

 (0.0039) (0.0012) (0.0011) (0.0007) 

控制变量 是 否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NO NO NO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产业类型*年份 NO YES YES YSE 

     

Constant 0.0505*** 0.1205*** 0.1169*** 0.0242*** 

 (0.0014) (0.0002) (0.0002) (0.0001) 

     

Observations 162,106 145,107 144,914 131,098 

R-squared 0.0156 0.6430 0.6700 0.4508 

（三）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研究了自开发票政策对于家庭创业企业集约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本文通过调查

企业家的特征和创业类型的特征来进一步分析自开发票政策促进了什么类型的人和创业类

型进入企业，关注企业家的三个特征，即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创业的类型本文主要关注

是否为主动创业以及创业的组织形式。 

本文通过使用三个特征作为因变量来估计基准回归，本文将受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家特

征与未受政策影响行业的企业家特征进行了比较。表 9 的（1）-（2）列分别表示是否为高

中学历以上和大学学历以上，本文观察到学历特征和性别的系数都不显著。而年龄系数显著。

这表明受到政策影响的企业家在学历特征和性别等特征没有受到影响，而受政策影响行业的

创业者比不受政策影响的创业者年龄少一岁，可能是由于年轻人在信息交流以及政策接受方

面快于年龄大的人。 

如果自开发票政策真的能够降低纳税人的创业门槛，那可能会给更多家庭带来创业激励，

主动投身创业活动（尹志超，2019）。 如果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原因是 “从事工商业挣得

更多”、“理想爱好/想自己当老板”、“更灵活， 自由自在”，则定义为主动创业；如果家庭从

事自营工商业的原因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机会”、“继承家业”、“社会责任，解决就业问题”，

则定义为被动创业。表 9 的第（5）列因变量为是否为主动创业，采用多值选择模型进行估

计，结果表明，纳税征管改革显著提高了主动创业的概率。当小规模纳税人能够自行开具增

值税发票，是否会导致更加正式的经济形式出现，本文 CHFS 问卷中“这个项目的组织形式

是什么？”，将“没有正规组织形式”定义为 1，其余的组织形式定义为 0，采用多值选择模

型进行估计，第（6）列表示显著的负向影响，证明自开发票政策导致了更多正规组织形式

的企业进入市场，出现了更多的正规经济。 

表 9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VARIABLES edu2 edu age gender bus2 bus3 



 

 

       

treat -0.0134 0.0130 -0.8449* -0.0277 0.0106*** -0.0019** 

 (0.0223) (0.0125) (0.4182) (0.0183) (0.0027) (0.00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6435*** 0.3475*** 39.8084*** 0.4230*** 0.0249*** 0.0137*** 

 (0.0769) (0.0413) (2.1438) (0.0567) (0.0035) (0.0027) 

       

Observations 10,537 10,537 10,537 10,537 162,106 162,106 

R-squared 0.3328 0.2298 0.2649 0.1290 0.0203 0.0839 

七、结论与启示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共同

富裕”设立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

富裕，以及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都离不开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如何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是

公共经济学长期关注的经典话题，也是世界各国制定经济政策市场讨论的焦点，但鲜有研究

关注了纳税征管改革在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增值税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在考虑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征

管差异时，发现自开发票政策会提升小微企业在上游市场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

进而促进更小企业进入市场，在整体呈现企业进入增加。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利用

2011-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及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考虑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

增值税发票政策对于家庭创业企业的影响，本文的基线估计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自开发票政

策显著增加了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对其潜在的机制分析发现，小规模企业经营绩效

的提高既有纳税监管的作用，也有真实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具体来说，自开发票政

策通过减少企业纳税遵从成本，提高企业进入生产链，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三条渠道促进小

微企业发展。本文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自开发票政策导致更多受政策处理行业的企业进入

市场，且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出现了扩展边际效应，更年轻的创业者选择主动创业。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城市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政务事项规范化、



 

 

制度化的处理，能够减少行政事务对小微企业的干扰。与国有等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在

代开发票等行政事务付出了更多的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放管服”改革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更

强的监管企业的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减少对于企业的打扰，极大地减少小微企业“多头跑动”

的时间，实现真正的便民和服务型政府。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维

持小微企业对市场的信心，鼓励和保障企业家们通过勤奋劳动和智力创新所获得公平的利润

回报。 

二是建立健全的税收征管体系，将增值税的链条覆盖到全部的正规经济。增值税征管从

建立之初到如今，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已经能够很好地应对低报开票收入、两方合谋、三方

合谋、伪造假发票以及虚开非合理投入品的发票等众多增值税逃税模式。增值税的自我监管

机制也越来越多被学界和政府所重视。随着信息化征税能力的提升，将之前账务管理能力差

的小微企业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及时对下游企业的减税，也是对小微企业逃避税的监管，

能够更有效率的增强税务机关的稽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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